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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传统学术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其现代价值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在充分挖掘利用中华传统学术资源方面，前辈科学家树立了若干典范，至少可以从社会历史价值、科学方法价值和理论创新价值3个方面揭示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运用现代科学的范式和方法，充分发掘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合理内涵，不但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理性化的创新发展之路，也是中华文明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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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 resources, whose modern value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are common heritage of all mankind. In fully mining and utiliz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 resources, senior scientists set some typical examples. At least, it reveals the modern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 resourc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value, the value of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value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Using modern science paradigm and method to fully explore the reasonable cont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 resources is not only the way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but also is the only wa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history to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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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诺贝尔奖，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浩瀚的中华传统学术资源。有趣的是，不但屠呦呦的名字源自《诗经·小雅》的名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其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用中文发表的主题演讲，更是以《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为题，再次将世界的目光引向了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宝库。事实上，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1]博士早就认为“中国拥有巨大的科学财富，中国古代科学的遗产是个绝对的金矿，自然科学不是欧洲人独有的，中华民族在这方面也有贡献，而且贡献是伟大的。”艾伦·麦克法兰[2]也认为“导致现代世界诞生的所有因素几乎悉数来源于欧洲以外，1400年以前的伟大技术发明差不多都是中国人贡献的。”如此断言的西方专家或许因为个人对东方文明的喜爱而有所偏好，但公元1400之前中华文明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技术活动方面领先于世界的事实也是毋庸置疑的。古代中国在天文、地理、历法、算学、农业、手工业、建筑、医药、气象、水文等诸方面都拥有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但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也是古代世界其他文明所难以比拟的。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中华传统学术资源及其价值大多被湮没于故纸堆中，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1  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不容忽视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文化交流频繁，在全球化和西方化的浪潮之下，回眸古代文明的优秀遗产，不但可以温故知新，而且成为探索新路的重要启思。对此，前辈学者在合理利用中华传统学术资源方面，也为后人作出了若干典范，重新梳理前贤开掘传统独特创新的学术之路，有助于我们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进一步揭示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看似偶然中的必然性，也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传统学术资源。
提及对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发掘利用，典型例证之一莫过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的著名论文《古新星新表》。席泽宗先生通过查阅《文献通考》《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各代会要等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超新星遗迹、太阳活动、地球自转等中国古代天文史料，考订了自殷商至清初中国古代文献中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校订了《古新星新表》。前苏联著名天文学家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看到该文后曾兴奋地说：“……无线电天文学，这项‘超时代’最新的科学成就，竟然和伟大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观测记录联系起来了，……我们贪婪地吸取史书里的每一个字，这些文字具有深刻和重要的含义，我们为获得这两篇文章而感到非常满意。”[3]5此后，席泽宗先生和薄树人合作，发表了《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一文。席泽宗先生发表的这2篇论文，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极大关注，科学界纷纷翻译出版这2篇文章。此后20年间，世界各国在讨论最新天文学研究对象时，如超新星遗迹、射电源、脉冲体、中子星和X射线源等，有1 000种以上的文献引用过席泽宗先生的这2篇文章[4]39。鉴于席泽宗先生在天文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国家天文台发现的第85 472号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被命名为“席泽宗星”[5]378-379。《古新星新表》所开创的天文考古研究方法，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华传统学术资源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

在这一研究路径上，著名地质学家王嘉荫先生也作出过可贵的探索。为发掘《本草纲目》这部医药典籍的地质矿物学史料，王嘉荫先生对全书有关地质、岩石和矿物部分的材料进行了系统梳理，著成《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一书。此外，王嘉荫先生还查阅了众多中华文化典籍，对其中有关地质学的资料加以整理，出版了《中国地质史料》一书，该书系统记录了古代中国的地震和火山资料。通过整理中国古代丰富的地震史料，研究地震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的位置关系，王嘉荫先生发现中国古代地震发震序列的某些规律，提出了“地震线”这一概念，该概念的提出对地震预报从历史的维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6]。中国是个多地震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记录地震最悠久的国家之一。20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进入地震活跃期，这些地震活动的构造带中有很多和王嘉荫先生划出的地震线相吻合，由此可见王嘉荫先生借助古代史料分析地震宏观规律的科学价值。根据王嘉荫先生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制成的历史地震震中分布图、地震区划图和地震烈度表等，至今依然是我国大型基本建设工程选址以及工程抗震系数制定的重要参考。
人类认识发展阶段性和延续性的辩证统一，决定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必然存在众多古代智慧的优秀遗存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重新揭示。从这个角度看，即便是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中华传统学术资源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有时甚至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当今争议最甚的中国传统医药资源为例，由于其表述体系和西方医药学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医中药的科学性都一再遭受质疑。如果仅仅从分析科学和还原论的视角看待中医中药，它的确和现代科学相去甚远，但是中医药学对规律的认识主要依赖于实践经验的积累，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它的发展离不开医案、方剂档案和本草等历史文献的长期积累。古代医家大多长于医药著作编撰，为后世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学术资源遗产。在寻找治疟新药的过程中，屠呦呦先生也和那个时代的多数中国学者一样，将目光投射到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宝库之中，在系统梳理历代医籍、请教老中医、汇集2 000余方药的基础上，整理出以640余方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这其中就包括了多个使用青蒿的方剂。当科研进程遇到挫折的时候，屠先生再次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从中得到启发,终获成功[7]。青蒿素的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为促进人类健康和减少病患痛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屠呦呦先生40余年来坚持不懈的科学研究，不但使她本人获得了2015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使全世界对包括中医中药在内的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2  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继承与创新
2.1  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社会历史价值
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首先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作用而显现的。以水文资料为例，它是水文观察活动中产生并归档的原始观察材料，经过长期的观测和积累，水文资料能够反映历史上的水文变化和洪水旱情，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基础资料。中国古代的著作档案、碑文石刻、硃批奏折中多有对水文现象的记载，形成了具有规模的系统记录，古代中国丰富的水文资料无疑是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缺乏先进的经验可以借鉴，同时也缺乏先进的科学指导，向历史要经验，从传统找出路就成为当时相对可行的探索之路。“在水利电力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的20多位同志共同努力下，通过查阅当时中央档案馆明清部保留的百万余件清宫奏折中有关水文的资料，整理成近14万张照片、2万余件抄件的珍贵水文资料”[4]40。多年来，这部分水文资料在水利水电系统以及后来的相关水利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历史文献参考价值。
中华传统学术资源不仅可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参考，而且还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工具。以当下南海边界争端问题为例，中国古代文献的遗存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就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自从有文字记载开始，中国人就对南中国海域诸岛进行了发现、命名、开发和管辖，这些岛屿周围至今还遗存着中国古人生产和生活的痕迹。《汉书·地理志(下)》就曾记载了对外航路的开辟[8]。三国吴人康泰的著作《扶南传》所留下的“涨海中到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这里的涨海即是南海，珊瑚洲则是南海诸岛[9]。这是我国关于南海的最早记载。唐宋两代对南海诸岛进行管辖，即“长沙”“石塘”属于当时“琼管”范围。自宋代以来，我国人民对南海诸岛进行区别和命名，诸多文献和地图都把南海诸岛定名为“石塘”“长沙”，以后就一直为中外所沿用[10] 。南宋时期的《琼管志》记载“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等朴素的地理概念[11]。“长沙”包括露出海面的沙洲、隐藏在水面之下的暗沙，以及由散落在岛屿周围珊瑚碎屑构成的浅滩。“石塘”是指南海星罗棋布的珊瑚岛礁。千里、万里用以形容岛屿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元朝的《元史·地理志》记载了元朝海军对南海的管理[12]。明初《郑和航海图》对南海诸岛进一步细分 [13]，根据航线记录，“石星石塘”即是现在的东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当时还没有细分两个岛群，合在一起，“石塘”是指西沙群岛，“万生（里）石塘屿”是指南沙群岛[14]。清朝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许多地图，均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列入中国版图[15]。始于明代、后来不断完善的《更路薄》中，记载了中国海南岛渔民出海西沙和南沙群岛的航海航线和航程，是很多人航海实践经验的集体创作[16]。从以上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中国人不仅最早发现了南海诸岛，进行了命名，而且还行使了管辖权。中华传统学术资源中的大量地理史料，一方面从历史的视角充分证明中国人历来就是南海的主人，另一方面也为世界范围内研究文明演进的历程提供了生动而翔实的历史资料。
2.2 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科学方法价值
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引入有助于我国现代科学体制的建立，但也对中华学术传统带来巨大挑战。然而，现代科学的昌盛绝不能成为否定中华传统学术资源价值的理由。事实上，中国当代科学技术的若干重大创新和发现，往往都是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传统学术资源的挖掘所获得，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屠呦呦、竺可桢、席泽宗和吴文俊等人的工作，这充分说明了借鉴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解决现代科学问题的重要性[17]。 

屠呦呦先生1930年生于浙江宁波，1951—1955年在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学习，毕业后曾接受2年半的中医培训，并在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屠呦呦在参与国家攻关项目“常用中药材品种质量研究”时就对青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离鉴定17个化合物，其中5个为新化合物，并且修正了《中国药典》长期沿用的谬误。在研究的过程中，屠呦呦发现中草药的研究在当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仅仅是对中药材的名称、药用和功效等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说明，她于是撰写论文对半边莲和银柴胡等中草药进行研究，并且写出了中药鉴别经验学习心得。从1969年起，屠呦呦奉命开始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她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瓶颈，为了使青蒿素的研究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下去，她将目光转向了中华传统的中医古籍，一遍又一遍温习，希望从中获取灵感。通过认真诵读东晋医生葛洪的著作《肘后备急方》，从其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生渍，绞取汁，尽服之”截疟记载中得到灵感和启发，屠呦呦改变青蒿素的提取方法，她采用乙醚这种低沸点溶剂进行提取，保留了中性提取物，这部分提取物具有药效集中、剂量小、安全性良好的特点，经过384次的反复试验之后，成功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因此，屠呦呦本人也认为, 青蒿素的发明得益于传统中医药学[18]。她也曾感言到：“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不仅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更是中国中医的荣誉。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19] 这表明中医药对于维护全人类健康具有重大意义，展示了中国科学家不懈追求科学的精神和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是，中医药的研究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极大重视。屠呦呦先生不但成功挖掘了中华传统的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科学方法论价值，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

借鉴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解决现代科学问题的科学家，除了屠呦呦之外，竺可桢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竺可桢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他从龙山文化遗址的植物化石和殷商甲骨文的物候史料为发端，系统梳理了青铜、竹简、帛书等历史遗存的物候学信息，辅以地方志中气候资料的归纳，在此基础上采用现代数学的方法把气温变化的定性记载定量化，转化为温度指数或干湿指数，使之能够与器测时期的温度变化相衔接，最终将中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地区气候进行比较，开启了一扇将气候研究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相衔接的大门，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著名文章[20]。英国著名杂志《自然》科学评价道：“竺可桢的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研究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将为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兴。”[21]竺可桢先生所开创的这种研究气候变迁的历史方法，意义远不止与此，它还为我们如何从科学史中作出科学发现提供了重要启示，而这种方法对中国科研人员尤为重要。中国历代积累下来的科学史料颇为丰富，但它们大都散见于各级各类的历史文献中，因此，采用科学的方法对这些传统文化典籍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必将推动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22]。竺可桢先生关于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不仅是其个人的丰碑之作，也开创了历史气象学的先河，独创性地开辟了一条将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新途径。
2.3  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理论创新价值
中华传统学术资源往往是在经历漫长积淀之后才展现出其辉煌的成就，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学术资源具有稳定的特征，将这些传统的学术资源注入现代科技，就可能促成新的重大的原始创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文俊院士便是一例。他认为自己正是受到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数学成就和思想体系的启示，并且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计算机，才最终形成了数学机械化的思想，再现了中国传统数学的辉煌。

中国传统算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数学的早期发展贡献卓著。吴文俊[23]31先生认为：“要想认识中国传统数学的真实面目，首先要撇开西方数学，依据我国原始的数学典籍，剖析古人的思维方式，还原古人的思维方法，这样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数学。”在传统数学体系方面，吴文俊[23]32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不同于西方欧几里得体系，与欧几里得体系相适应的是一个以定义、定理、公理和证明所构成表达形式，而中国传统数学则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经过分析，提炼出一般的原则和方法，最终达到解决一大类问题的体系。”首先，中国传统数学体系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大体上说来，中国传统数学著作基本上依据不同的方法和类型，以分章节问题集的形式出现，每一个问题又细化为若干条目，如“问”“答”“术”和“注”等。所谓“问”，即提出具体数值问题；所谓“答”，即给出具体数值的答案；所谓“术”，即解决问题的普遍方法；所谓“注”，即说明“术”的依据与理由。其次是实数系统的建立。吴文俊[23]34先生认为：“早在远古时就创立了完善的10进位值制，其中东汉时期的《九章算术》中就有开平、立方根的算法，其中位值制和空格表示零的法则作用非常明显，由于位值制的数字表示方法极其简单，不但一般人不了解，就连众多数学家也忽略了它的重要作用，因此掩盖了它的伟大意义。”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则认为数值制位于中国众多发明之首[24]147。数值制的发明促进了中国古代数学的蓬勃发展，为其繁荣奠定了基础，中华民族应以创造出这一发明而引以为傲。最后是数论的辉煌成就。中国传统数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展数论，这不同于西方数论有素数和公因子的概念。中国古代第一部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同样记载了最大公因子的概念及其求法，称“两数最大的公因子为‘等’求法‘以少减多，更相减损，求其等也’”。[23]35南宋时期《数书九章》一书记载了剩余定理，这是中国传统数论的又一杰出成就[23]36。
吴文俊先生经过多方位的艰苦探索，终于悟出了在崇尚实用的文化传统中所孕育的中国古代数学，其精髓是要能算、要找算法；他顺应计算机发展的时代潮流，独树一帜地凝练出数学机械化的研究方向。如上文所述，中西方数学分属不同的体系，中国古代数学是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是适于计算机的数学。“西方数学的结果是用定理来表达的，中国古代数学是用算法的形式来表达的，而计算机靠的主要就是算法，有了算法，编成程序，然后用计算机进行运算，就可以得出答案”[5]372。吴文俊先生认为这就是中国古代数学机械化的特征。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有着实用主义的目标，即解决具体问题和实际问题。西方数学发展的是一条公理化的道路，中国数学发展的是一条算法化的道路，也可以叫机械化，机械化就是算法化的数学。吴文俊先生提出：“所谓机械化，无非是刻板化和规格化。机械化的动作，由于简单刻板，因而可以让机械来实现，又由于往往需要反复千百次，超出了人力的可能，因而又不能不让机器来实现。”[24]92 所谓“数学问题机械化”就是要求在运算和证明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有一个确定的、必须选择的下一步，这样沿着一条有规律的、刻板的道路一直达到结论[23]359。1983年，吴文俊的学生周咸青在美国数学年会上介绍了“数学问题机械化”，并使用该方法证明了500多条难度颇高的几何定理。至此，吴文俊本人及其研究方法在国际数学界广泛传播。当代计算机专家摩尔认为：“在‘吴方法’之前，几何定理机械化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文俊的研究给整个领域带来光明，这在任何意义上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3]6吴文俊先生所开展的数学问题机械化研究，不但影响了现代数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也将影响整个数学的思想与认识，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理论创新价值也因此而得以彰显。
除此之外，中华传统学术资源对于西方学者也不无启示，他们从中华传统学术资源中汲取营养进行现代创新。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过程中曾受到中国《易经》的启发即为一例。据考证，现存的一份莱布尼茨拉丁文手稿《二进制算术》写于1679年3月15日[25]。而早在1642年曾德昭出版的《中华帝国》就曾简单地介绍过阴阳八卦[26]。根据胡阳等人[27]考证，“卫匡国（是其汉名，原名马尔蒂尼， HYPERLINK "http://baike.so.com/doc/9442756-9783883.html" \t "_blank" Martin Martini，1614—1661，意大利籍传教士、汉学家）1658年在慕尼黑出版了《中国上古史》，该书的第一卷（第11—33页）详细介绍了阴阳、两仪、四象和八卦等演化过程。该书是第一个在欧洲展示中国伏羲的六十四卦图，被认为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学术著作。”斯比塞尔所编著的《中国文史评析》1660年在荷兰莱顿出版。“该书中有两处介绍中国的《易经》，原文中的‘FOHIO’、‘FOHIVS’即为拉丁文所译‘伏羲’。从56页开始至61页，介绍了《易经》中的阴阳、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乾坤震艮、天干地支等。从165—170页中介绍了阴阳生两仪、两仪演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的数学模型。在167页中，斯比塞尔将先天图称为2的乘方（拉丁语binarium），即英语的binary，也就是中文的‘二进制’”[27] 。1666—1667年间，莱布尼茨阅读过斯比塞尔编著的《中国文史评析》，从1669年到1672年，莱布尼茨和斯比塞尔通信12次，两人交往甚密，并对中国文化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对《易经》概念和符号有了初步的认知[28]。1687年，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巴黎出版，该书也刊载了伏羲八卦图和周文王六十四卦图，这些图还标有阿拉伯数字。据安田朴的考证，莱布尼茨于1687年12月19日致其朋友冯·黑森-莱茵费尔的一封信中提到他读过该书，并在信中写到“Fohi”一词，即汉语中的“伏羲”。莱布尼茨在1716年，即他去世的那一年致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法国摄政奥尔良公爵的顾问​​——德雷蒙，在信中最后一部分谈到中国古人学说的价值及中国古人远胜于近代人，认为伏羲找到了一种在算术、缩减和计数的书写方式。“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提出一切数都可以用二进制或二重级数的0和1写出”[27]。由此可见，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源自中国伏羲八卦——先天图。
众多科学家汲取中华传统学术智慧，开发其现代价值曾作出的创新和成就，充分展示出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理论创新价值。可以说，中华传统学术资源所特有的观念、理论、方法等，对未来科技前沿的探索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发掘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现代价值的创新之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等硬指标体系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然而，文化和科技创新等软指标体系虽有所改观，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就是与东亚的韩国、日本相比，也依然存有差距。虽然国家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但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总体上仍处于边缘地位。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和根基被边缘化；另一方面，西方学术核心精神又未被完全领会和制度化[29]。在西方社会现代科学“一枝独秀”的大环境下，很多人忽视了中华传统的学术资源所蕴藏的巨大宝藏，一些时候，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甚至被当成“落后”的代名词。屠呦呦先生的获奖，不禁令我们警醒​​——到了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现代价值的时候了！季羡林先生曾独具慧眼地把中华文化比喻成一条从未枯竭的历史长河，原因是大大小小不同次数新水的注入，最大的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30]。中华文化之所以永葆青春，主要是交流的结果。由此可见，中西文化的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中西文化的每一次接触都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中西方文化并非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然中华传统学术资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那么如何挖掘祖先留下来的文化宝库呢？竺可桢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拥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的材料，尤其是农学、医学、科技、道学（炼丹术）汗牛充栋。这是现代文明可以加以利用的知识宝库，需要对它们进行科学的整理，不能够任其埋没故纸堆中了。”[20] “通过对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整理和挖掘，既可以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科技成果，也可以在研究的过程中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高度。”[20]由此可见，采用科学的范式和科学的工具，充分发掘中华传统学术资源有价值的合理内涵，使传统的地方性知识不断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不但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合理化的创新发展之路，也是中华文明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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